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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符号学是西方艺术研究领域当下流行的研究方法，它的先驱是瑞士语

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艺术符号学研究由于研究对象的形象性而赋予

了一系列特点。夏皮罗的符号学研究考察了艺术作品中人物的姿态、位置、背景所

蕴含的符号学意义；鲍尔强调阐释者选择的方式决定艺术品的意义；布赖森深入讨

论了艺术符号学研究过程中“语境”和“文本”的关系问题，他们的研究给西方传统艺

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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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ｓｅｍｉｏｌｏｇｙ）是近年西方艺术研究领域流行的研究方法。虽然符号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

是对符号学的系统阐释始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上世纪８０年代，在欧美有关“新艺术史”的

讨论中，符号学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出现了像鲍尔、布赖森这样一些热衷用符号学方法解读艺术的学者。鲍尔和布

赖森在《符号学与艺术史》一文中阐述符号学研究的任务时写道：“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是对表现于各种文化活动中的

符号制作和阐释过程的各种要素加以限定，并且发展出帮助我们把握这个过程的各种观念工具。”和图像学一样，符

号学探讨艺术作品的意义，探讨象征手法表达出来的文化内涵；和图像学不同，符号学更加注重阐释者采用的视角

和方法，更加注重图像（符号）后面隐藏的意义。符号学认为，语言、艺术都是文化符号，每一种符号都具有超越本身

的意义。符号学不仅仅关注图像、文本和特定的社会、文化现象，而且认为存在着支配文化交流和表达的规则。通

过把各种现象看成是符号，符号学旨在打破学科间的障碍，揭示文化现象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则。虽然艺术领域的

符号学研究开始时举步维艰，甚至受到嘲讽，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符号学方法终于得到坚持并相继出版了一系列

论文和著作，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

艺术符号研究的直接源头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ｄｅ　Ｓａｕｓｓｕｒｅ）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在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教程》中，作者不仅试图在最深层面上定位语言学，而且认为语言分析是符号学研

究的基础，语言学规则是所有符号活动的规则，符号活动包括从吃、穿、礼仪到各种文化活动。在索绪尔的理论体系

中，语言并非是一个由自然符号组成的系统，并非简单地涉及现实世界的对象、事件等等，而是一种习俗。语言是由

“能指”ｓｉｇｎｉｆｅｒ和“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按一定规则组成的代码。“能指”在语言学中只是词汇，而非实际对象，以“猫”一词

为例，“能指”仅仅是“猫”这一文字，而“所指”则是现实世界中长着四条腿，以捕捉老鼠为食，善于奔跳的小动物。

在索绪尔符号学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用“猫”这个词指称现实世界中善于奔跳的小动物仅仅

是一种约定的关系，词本身与这一小动物没有必然联系。在社会语言团体中，所有人都接受和使用这一“能指”，这

清楚地表明为什么索绪尔把符号看成是一种习俗。在句法和关系方面，索绪尔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由交叉轴组成的

结构，水平方向是语段，垂直方向则是相互关系，语段是符号在线性平面上的安排。例如，语词组成句子，因而与叙

述相关；语词在空间和时间中存在，它们按先后顺序言说或者书写。此外，索绪尔在其分析中确定了一系列二分结

构关系，如“语言”和“言说”（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ｅｃｈ）、“能指”和“所指”（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句法”与“关系”（ｓｙｎ－

ｔａｇｍ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共时性”和“历时性”等等（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　ａｎ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ｙ）。［１］共时性（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和历时

性（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ｙ）二分法分别涉及语言学的静态和动态特点。共时性与句子安排和逻辑相关，如语法的基本原则。它

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存在，变化只是在这一基本结构内发生。历时性表现为语言在时间中的存在，考虑词语、发音、

意义、拼写等等的变化。

索绪尔语言学对于人文学科的影响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开始显现，尤其是在６０年代的法国。虽然一些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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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家，如赫伯特·达密斯基（Ｈｅｂｅｒｔ　Ｄａｍｉｓｃｈ）和Ｊ·路易斯·舍费尔（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Ｓｃｈｅｆｅｒ）开始把符号学应用于

艺术研究，但是索绪尔符号学对于英、美艺术研究的冲击，主要是通过文学和文化研究开始的。在英国，电影杂志

《银屏》对传播符号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十月》杂志是符号学分析的一个主要杂志，尤其是在八十年代

初期，《十月》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引起了人们对符号学的热切关注。

索绪尔符号学在艺术研究中的困难在于如何使用这一诞生于语言学领域的方法处理视觉符号。对于索绪尔来

说，语言学是符号学的基础，语言最为清楚地展示了符号的习俗和任意本质。但是并非所有的符号现象都具有任意

特征，视觉符号就是如此。虽然“猫”这个词和现实中的猫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把画中的猫看成是猫的符号，

画中的猫与现实世界中的猫的联系就不是任意的了，因为色彩、线条明确地描绘出了这一小动物的形象。尽管不同

的文化拥有不同的“猫”这一词汇，但是不同的文化中用视觉形象描绘出来的猫却有相似性。

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的符号学著作提供了消除这一问题的方法，他的研究跨越了数学、科学、

伦理学、逻辑学等众多领域。皮尔士的符号学是哲学研究的一部分。他的符号由三部分组成：“图像”（ｉｃｏｎ）、“索

引”（ｉｎｄｅｘ）和“象征”（ｓｙｍｂｏｌ）。“图像”是一个通过相似性发挥作用的符号，如荷尔拜因的作品《大使》是图像的，它

涉及所描绘的人物；“索引”是一个指向性或表明某种东西的符号，它提供对象存在或者在场的证据。例如，一道伤

疤是一个索引性符号，它是在事件中被抓伤留下的印记。杰克逊·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作品是索引性的，它展示

了波洛克进行艺术创作时的状态；皮尔士的“象征”在意义上更加接近索绪尔的符号。“象征”意味着某样别的东西，

在西方文化中，百合花象征着圣母玛丽亚的圣洁，十字架象征耶稣的受难，绵羊和鱼象征基督徒。在同一文化体系

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以同样方式认知、使用这些符号。然而，皮尔士的理论并不坚持象征的任意性，符号必须受制

于发挥作用的具体场合，他强调符号在连接观众与外部世界中的作用。皮尔斯的符号学观念是一根随机的链条，对

象决定符号，符号决定在观者身上产生的效果。在皮尔斯的模式中，意义并非由差异产生。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艺术领域皮尔斯的理论比索绪尔更实用。不仅他的分类法、符号与外部世界的

非任意性关系使人们能够描述视觉符号，而且它为视觉领域各种符号提供了一种区分的方法。不是依据媒介、或者

类别对艺术作品进行分类，而是依据它们如何表现，因此，皮尔斯提供了一个更加可靠和客观的分类。例如，斯蒂芬

·波恩（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ａｎｎ）在分析库尔贝的风景画时指出，库尔贝的风景既是图像的 ——— 因为它描述了某一特定的地

方；又是索引的，因为他描绘的方式强调了色彩和林中景物之间的关联，使观众注意到绘画的物理性质。因此，库尔

贝的写实主义在波恩的解读中达到了两种符号之间的平衡。同样，他发现了用皮尔斯的范畴给立体主义风格定义

的方法。皮尔斯区分了两种图像：一种是形象，代表了对象的简单特征；另一种是图式，代表了元素之间的关系，后

者的实例是数学方程式。对于波恩来说，立体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它是一种风格，并非寻求表

现现实世界的某种对象，而是试图以图式表现它们的内在关系。波恩应用皮尔斯式的理论，把注意力放到艺术品的

标题上，声称标题也是一种直接的索引符号。通过检查艺术史上的各种实例，波恩发现了在标题命名方面的

变化［２］。

虽然当代西方很多艺术史家对符号学感兴趣，但是较少有人在严格意义上运用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学原则

研究艺术。索绪尔符号学的困难在于《一般语言学教程》中的原理和语言符号的特性并不擅长处理视觉符号和具有

动机的符号。对于皮尔斯来说，问题在于符号学家在拒绝他的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时如何应用他的符号分类

系统和符号学观念。虽然在艺术领域运用符号学进行阐释面临种种挑战甚至受到多方质疑，学者们仍然对此作出

了努力。他们或者在研究实践中进一步拓展符号学理论，而不是仅仅跟随索绪尔和皮尔士；或者把索绪尔和皮尔士

的理论结合起来，利用皮尔士的理论对抗索绪尔符号的任意性；或者把符号学与其它方法相结合，诸如图像学、女权

主义甚至精神分析。

美国艺术史家迈耶·夏皮罗（Ｍｅｙｅｒ　Ｓｃｈａｐｉｒｏ　１９０４－１９９６）是符号学艺术研究的先驱，在１９７３的《符号学方法》

一书中，夏皮罗探讨了文本与图像的关系。显然，文本可以用不同的视觉方式表现为图像。为此，夏皮罗考察了《圣

经》文本视觉化过程中引起变化的各种因素。在夏皮罗的分析中，图像的“象征性”具有两层意义：首先它是文学意

义的对立面；其次当人们说一个图像代表某人、某事，它清楚地表明图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被编码在符号

中的引伸意义。夏皮罗探讨了文本、评论、象征主义以及再现性风格的交互作用。以统治者或上帝伸出手臂的图像

为例，他注意到这样一种形象与威力相关，而这种具有威力的图像在原始文本中也许没有明确表示。夏皮罗向人们

表明：在不同文化中，这一类型的图像标志着祈祷、亲族关系或者神性关系。在圣经里，摩西伸出手臂以确保战胜他

的敌人。这一形象被基督徒解读为耶稣通过十字架搀救众生的原型。与此相联系，摩西使自己成了十字架的符号。

从这一符号出发，将手臂高高举起的形象被解读为在战场上或者教堂里祈祷的符号［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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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皮罗对于艺术作品中正面像和侧面像的研究表明，选择正面像或侧面像标志着某种等级或宗教仪式，或者某

种戏剧化的效果。当我们在作品中观看正面形象时，我们留下直接参与的印象，观众面对面地与作品中的人物进行

交流；而侧面像则表现为作品中人物之间的交流，把观众排除在画面之外。以摩西举起手臂为例，夏皮罗注意到：当

图像是正面形象时，它象征着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夏皮罗写道：“摩西不仅自己是一个符号，而且他使自己做

出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对基督徒观众来说具有重要意义。”［３］４０但是当把摩西描绘成侧面像时，摩西处在与画面上其

他人物进行交流的场景中。在《论视觉领域符号学问题：图像 ——— 符号的领域和载体》一文中，夏皮罗把图绘形象

与背景的关系看成是艺术符号学的研究课题，这一问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洞窟壁画。石器时代的原

始画家把狩猎的动物画在粗糙的石壁上，动物形象相互重叠在一起。在一些作品中，艺术家运用岩石的自然隆起增

强动物形象的体积感。［４］在１５世纪的意大利，阿尔伯蒂把画框构想成建筑中的窗户，绘画平面对应于窗户展开的空

间；由线性透视支配的绘画形象对应于自然本身。［４］２０世纪随着非具象绘画的出现，画框有时被简化为环绕作品的

木条。在夏皮罗看来，当绘画停止表现深度空间而更加关注表现和形式上的非模仿性特征时，这种状况发生了。简

洁风格的画框甚至没有画框的绘画表明了一种新的确定性，这些绘画强调抽象、形式元素而不是复制自然。［４］

在探讨画面的形式构成时，夏皮罗进一步探讨了“我们对于符号的感知”。如当人们观看有边界的作品时，结构

上存在着画面的中心。但是在洞窟壁画中，画面的中心随观看位置的不同而不同。艺术家在创作有明确边界的画

面时，可以操纵符号的标示或表现。如为了表现某人的重要性，艺术家可以把他安排在画面的中心；画得比周围的

人更高大；或者让他处于更高的位置上；或者让其色彩更明亮；等等。这些现象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艺术中都曾有

过表现，如中国唐代阎立本在《历代帝王图》、《步辇图》中把皇帝画得比仆臣高大。而在西方基督教艺术中，耶稣和

圣徒们头顶都画有光环。对于夏皮罗来说，与符号学阐释相关的还有画面上左和右的位置：在神话题材中，上帝右

边的位置明显更加重要。但夏皮罗注意到，正如镜中的形象一样，画面上的左、右和观众眼中的左、右正好相反。无

论是画面上的左、右还是观众眼里的左、右，它都代表了一种潜在符号，它们服从于表现对象和人物的价值秩序［４］。

迈克·鲍尔（Ｍｉｅｋｅ　Ｂａｌ　１９４６－）是当代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艺术的知名学者。她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艺术领域

第二和第三种符号学方法：第二种是文本解读与现实主义解读交叉进行的方法；第三种是把符号学方法与女性主

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方法综合起来，实质是一种更加灵活的阐释策略，它也是 “新艺术史”时期艺术研究的重

要特征之一。鲍尔的著作《解读“伦勃朗”：超越文字 ——— 图像的对立》是应用符号学方法研究艺术的范例。对于鲍

尔来说，符号并非某样东西，而是一个“事件”。她认为，符号的意义并非固定，而是依赖于被观看的方式。在它没有

被观看之前，符号不具有意义，因此她使用“事件”一词概括符号译解的过程。它使鲍尔不是在图像和文本关系下分

类，而是在叙述性、文本性、现实主义等等关系下进行分类。它是一种解读方式，一种产生意义的方式；不是作品的

物质形式而是不同的事件构成了她的分析。符号－事件的观念与鲍尔对言辞和图像的关注密切相关。鲍尔坚持认

为在视觉符号和言辞符号之间没有真正的界限。

从这一原则出发，鲍尔断言一件艺术品并不拥有既定的意义，它是一种效果，具有一系列可能的解读。鲍尔背

离了艺术家和作者的意图就是艺术作品意义的观念。相反，她对读者、观众的解读更感兴趣。她在研究中提到，一

些被认为是伦勃朗的作品实际上可能出自其他艺术家之手。这对于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幅画被解读为伦

勃朗的作品。她在阐释伦勃朗的艺术时指向这样一个事实，符号－事件产生了伦勃朗，不管历史上究竟是谁真正创

作了这幅作品［５］。鲍尔以伦勃朗的《拔士巴的梳妆》为例解释了一般符号学原则如何应用到特定的艺术研究中。伦

勃朗至少画了两幅以拔士巴沐浴为主题的作品（另一作品《盥洗中的拔士巴》），画中的拔士巴赤裸全身，刚刚结束沐

浴。这两幅作品由于不同的解读方式而具有不同的意义。拔士巴是《圣经》中的人物，因美貌而著称。故事发生时，

己经当上以色列王的大卫从皇宫露台上看到了拔士巴沐浴的情景，他的欲火被点燃了，立刻差人把拔士巴带到宫

中。拔士巴原来是大卫手下的将领乌利亚的妻子，故事由此展开。鲍尔的阐释讨论了两种解读模式，它们都合乎逻

辑，然而却相互对立。一种是现实主义的解读，把绘画看成是自然场景的再现，画中的细节：窗帘、浴巾、器物表明这

是真实事件的写照，作品成了“代替现实的符号”。另一种是文本解读：作品（符号）被看成是文本的替代，其重心在

于强调形式的相互关联而不是局部细节。“替代现实的符号”和“替代文本的符号”之间的差异不在于符号本身，而

是在于观众选择的解读方式。画中的拔士巴手中拿着一封信，信上有一个红色的印记。鲍尔认为，它可以被解读为

信件封口上的红色印封（西方古代用红漆将信封起来），如果这样理解，它就是一个代表真实细节的符号。但是鲍尔

的解读还有一种可能，因为在《圣经》故事中，拔士巴和大卫犯了通奸罪并且怀孕，为了隐藏罪过，大卫设计害死了她

的丈夫。在这样一种关系中，红色的斑点应该是鲜血——— 一个导致她丈夫死亡的符号。因此，它成了“替代文本的

符号”。红色的印记不仅仅代表细节，而且是认知整个叙述的途径［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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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鲍尔解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意义的变化，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虽然解读存在多种可能，但也并非任

意，它依赖于作品的细节和叙述的方式。然而，意义由观众产生，并且出于他们的选择。这是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

解读方法，它把符号学的反现实、多义性原则加以扩展。

鲍尔在她的研究中还展示了第三种阐释方法。她把符号学与其它方法，如女性主义、心理分析等结合起来交替

使用，使图像解释更加灵活，体现了当代西方“新艺术史”学者们在方法论上的综合性特征。鲍尔向我们展示，如果

我们仔细观看伦勃朗的自画像，就能够理解符号学和心理分析如何相互融合达到了新的阐释。受法国精神分析学

家拉康“镜像阶段”理论的影响，鲍尔认为，伦勃朗的自画像表达了一种儿童时代的经验 ——— 儿童在观看镜中的映

象时，并不把镜中的反射理解为完全、统一的自我，而是分裂、异化的自我。鲍尔把自画像看成是自我异化那一刻的

比喻，或者是这一时刻的再现。它也是一个自恋的时刻，儿童期望自我反射的时刻。按照鲍尔的观点，事实上他并

非自恋，而是爱上了镜中“自我”的符号。和《拔士巴的梳妆》的观众一样，人们必须在现实主义解读和文本的解读之

间进行选择。因此，镜中的儿童同样处于二难境地，他在二者之间徘徊，是把这种反射看成是真实的自我，代表真实

的符号，还是把自己看成代表文本的符号，标志着疏远和丧失。

英国艺术评论家诺曼·布赖森（Ｎｏｒｍａｎ　Ｂｒｙｓｏｎ　１９４９－）也是一位应用符号学研究艺术的学者。在１９９１发表的

《艺术史与符号学》一文中，布赖森对符号学方法作了正面阐述，并就传达者、语境和接受问题、图像的叙述性、语

词、视觉符号的差异性、阐释的真实性等关健问题展开分析。布赖森倡导把符号学看成是一种视野，立足于从艺术

史方法论角度提出问题。认为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是对表现于各种文化活动中的符号制作和阐释过程的各种要素加

以限定，并且发展出帮助我们把握这个过程的各种观念工具。艺术属于这样的文化活动，显然，符号学有益于艺术

研究。他认为，符号学方法并不属于任何特定领域，它使分析从一个学科转换到另一个学科的问题中解放出来。他

写道：

符号学本质上由于它的超学科状态可以适用于任何符号系统的对象。符号学一直主要在与文学文本的关

联中得到发展或许是历史的偶然，这一结果并非不重要，但可以不予考虑。作为一种超学科理论，符号学使自

己介入交叉学科的分析，例如，语词和图像关系的分析。它避免建立等级关系和折中主义的概念转换［６］９２。

布赖森认为，符号学由于它的超学科状态避免了受制于某一学科，同时，它也是单学科分析的有效工具。布赖

森的研究超越了索绪尔语言学的结构限制，目的在于避免陷入封闭的符号学泥潭。在他的符号学艺术研究中，布赖

森把艺术与文化环境、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从而揭示出隐藏在艺术作品中的意义。他呼吁艺术史学科承认艺术观

看的动态本质，承认符号系统“循环”于形象、观众和文化之中。布赖森批评形式主义“否认或排除对形象的符号学

讨论”。而图像学则“倾向于无视绘画实践的物质性”。他希望通过结合这些方法，在绘画符号中考虑使用“能指”与

“所指”的关系，把艺术史学科从当前的瘫痪状态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布赖森深入讨论了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和文本（ｔｅｘｔ）的关系。他认为，语境实际上并非一种确定的东西，而是阐释选

择的产品。“语境”一词虽然具有词根“ｔｅｘｔ”，它的前缀将其与后者区分开来，然而这只是一种幻觉。语境本身也是

一个文本，它由需要阐释的符号组成。布赖森反对“语境”与“文本”之间任何对立或不对称的假设，反对这种观

念———这里是艺术品（文本），那里是语境，准备对文本发挥作用并规范其不确定性。人们不能假设“语境”具有既定

的状态或者简单、自然的阐释基础。因此，布赖森反对在静态系统中考察符号的意义，反对将语言的共时性系统孤

立起来，把历时性搁置一边。这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所做的，其结果是符号系统的动态指代过程被结构主义方法删

除了。他认为，“语境”一开始就暗含了“没有刹车”的潜在后退。正如德里达所说，任何特定符号的意义不可能在由

共时性系统中运作规定的 “所指”中找到。意义从一个符号或“能指”向另一个符号或“能指”的转换中被唤起，在这

样的永久运动中，既不能发现符号指号过程的起点，也不能发现意义达到的终点，这就是在获取意义的道路上“没有

刹车”的后退。设想在试图描述艺术品的语境时，艺术史家提出了构成其语境的一系列的要素。然而，人们总是可

以设想这些要素可以增加，语境可以扩展。其临界点由读者的耐心、艺术史阐释的传统、出版经费的限制等决定。

它展示了这一清单的不可削减，终极的不可能。“语境”总是被延伸，它受制于在文本或艺术品的指号过程中发挥作

用的动态过程。

在《视觉与绘画：注视的逻辑》一书中，布赖森对冈布里奇把艺术史看成是“知觉的记录”这一观念提出挑战，认

为这一结论根本上是错误的，它把艺术问题最终归为接受主体的心理学［７］。而它所掩盖的正是图像的社会性及其

作为符号的现实。从“绘画是一种知觉记录”这一原则出发，艺术家的工作被看成是在社会的虚空中完成的，艺术家

与题材的关系本质上只是视觉关系。即便画家在工作中包含了其他因素，涉及的也不是其他社会成员，而是其他画

家罢了，他们的存在也同样被缩减到狭窄的视觉范围；图像被看成是对 外界“真实”的完美复现，艺术家的所有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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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耗费在清除那些妨碍对既存现实进行复制的障碍上：如物质媒材的难以驾驭；手工技能的缺乏；程式化对精确描

绘的阻碍，等等；艺术史上的每一次“进步”都被看成是对绘画与“本质复制”（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ｐｙ）之间障碍的去除。当观

画者从普遍视觉经验的再现中查找到此前图像所没有的东西时，进步就被认为产生了。

布赖森写道，纯一的“本质复制”从来就不可能达到，而最终的“本质复制”之不可能的含义，就在于作为结果它

宣告了统治着从普里尼到弗朗卡斯特绘画传统进步论的终结［７］。他以拜占庭艺术为例说明符号学阐释的能动性：

单单一个光环就能从众多人物中指证出耶稣这个人来，并且认定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就是犹大；加上前倾与头部的侧

面轮廓就足以说明亲吻的动作；一排长矛，没有与持矛人连接起来，却起到次一级图式的作用，确立了“士兵”的概

念；当一个火把或提灯出现时，虽然没有提供任何其他线索（杜乔画中的天空是金色的），却有效、简约地暗示了夜

晚。然而，杜乔《犹大之吻》一画中的信息远比该主题要多。尽管很多士兵被瞥见只不过借助于头盔或长矛，但某些

士兵的面部刻画几乎与圣徒们一样达到了相互区别的程度。士兵没有被保留在前景，而是作为大概的形象挤成一

堆留在图像的边缘。和语言学相比较，图像作品同样显示了某些形容词式的修饰功能。例如，站在西蒙、彼得和祭

司长仆从之间的那个人———冷漠、置身事外、无动于衷———被处理成一个独特的言说者，甚至是个做传记的形象；处

于人群最右端的信徒，则是冲动、紧张；彼得双脚间的距离表明他的攻击迅捷而又猛烈；犹大附和着耶稣，穿着一袭

长袍，被简洁而且生动地表现出来：依然是健全的圣徒状态，只有姿势（贪婪的、鬼鬼祟祟的）表明他的堕落。

在乔托和杜乔同名作品《犹大之吻》的比较中，布赖森展示了符号学阐释的有效性。在布赖森看来，虽然不存在

“本质的模仿”，他同意乔托比杜乔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两位艺术家用他们的作品展示了具体的信息，但是

乔托比杜乔展示得更多。乔托的作品，比如说人物的空间位置，姿态、光线、服饰都强化了这一事件的戏剧性。在布

赖森看来，乔托实现这一真实效果是由于“转意证明本意，因而本意在作品中上升到真实的层面。”［５］６２

为了解释这一点，布赖森检查了乔托作品中耶稣和犹大的侧面形象。从形式上看，描绘耶稣基督前额和鼻子的

线条是笔直的，它的字面意义与直线条相关的“端正”联想正好吻合。从构图上看，耶稣高于犹大，他的脖子粗壮而

结实。犹大的身姿稍稍后倾，把脖子缩在外套里。这些符号元素表明了耶稣道德的至高无上，他俯视犹大，心怀坦

荡，充满自信。由于这层意义的阐释比传统符号，比如说光环、十字架等等更加困难，因此需要观众付出更多的努

力，但它被赋予较高的价值［５］６５。

布赖森倾向于把符号学看成是高于形式分析的一种方法。例如，１８世纪的画家夏尔丹虽然生活在洛可可时期，

但他的作品并不适合传统的洛可可风格范畴。如果从符号角度进行分析，在洛可可和夏尔丹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元

素：二者都采用布赖森称之为图像而不是叙述的方法进行表现，将形式和质感带到观众面前［６］２３９。夏尔丹的作品用

色厚重，笔触清晰可见。这种厚涂的方法将图像推向观众，因此它与窗户式展示的画面不同。华托用丝绸般的质感

进行描绘，而夏尔丹的作品却朴素无华；华托与夏尔丹都将体积感带到画面上。在华托的《吉尔斯》一画中，由于其

它人物的陪衬，主人公似乎被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他的正面姿势和放在一边的双手增强了这一印象。因此，如

果我们把夏尔丹与华托的作品看成是一种符号，一种迹象，也就是说一种处理绘画平面的革新方法，而不是一种形

式或者图像学元素，那么，它们就可以被解读为特定历史发展时期的一种符号。许多洛可可作品，尤其是华托的作

品包含了讽刺和道德寓意，这正与洛可可风格表面的浅薄无聊相对抗。在《吉尔斯》一画中，主人公表现出无戏可演

的悲哀，它通过没精打采的臂膀与空闲的双手表现出来。他孤零零的站在那里，停留在自己的思想中，与周围交头

接耳、斜目而视的其他演员形成鲜明对照。

在当代西方艺术领域的符号学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并非把符号学作为一种成熟的方法加以应用，而是从方法论

角度进行探讨。符号学鼓励艺术史家对意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使它从传统批评标准的锁链中获得自由，从而提供

更为多样性的解释。长久以来，西方艺术研究领域一直有一种倾向，即试图找到艺术品的“唯一”或“终极”意义。经

常的情况是，作品的意义等于作者的意图。和这些解释不同，符号学并不寻找一种优于其它意义的意义，而是描述

所有可能的解释。然而，符号学艺术研究也存在着根本的问题，它本质上不能容纳变化的现象。符号学能够在某一

特定时刻和特定符码体系中对艺术进行定位，但是它无法对艺术品的历史进程进行展望。意义只能在共时性关系

下加以研究。虽然皮尔斯的哲学允许历时性变化，但他的前提却不为当代西方符号学反现实主义的态度所接受。

不管人们在何种程度上受到符号学的鼓舞，很少有艺术史家相信历史、艺术仅仅是一个文本。此外，把图像看成是

符号也许是一般读者最难以接受的原因之一，因为图像给人以直觉，它使人在感知艺术品的过程中把握图像的本

质。而符号学却要求人们最终抛开图像这一本质特征，把它看成是代表某种意义的代号。这难免使人感到舍近求

远，用思辩代替直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违背了艺术鉴赏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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